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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證〉 

 

致採訪者。 

那一天，當你打電話給我，說要找我訪談時，我感到羞恥。如果書寫是一種

抵抗，那我連像樣的抵抗都沒做出來。我許多以只出現過一天的筆名在民報上刊

出的不怎麼樣的小說，就像我一樣，沒什麼被記憶的資格與價值，只是因為它們

在必須被眾人所記憶的場景中偶然出現，我和我的小說便成為研究者在使用放大

鏡看著那場合的所有細節時不可被忽略的一部份，而徒增像你這樣的年輕研究者

的困擾。只是，時間摧毀過這麼多東西，比如帝國，比如政治強人，卻沒讓我死

在南洋或政治；而我的小說，在被排成鉛字，塗上油墨，打印在報紙上，收藏在

某小學書館中，歷經風災地震而平安無事，有一天被某研究者拂開灰塵，翻開，

雙眼一亮，說東西出土了，成為無法抹滅的史料的那一刻開始，我便對這些文字

有了責任。 

我不擅長訪談，而那混合北京話、日本話與台語的腔調，你也未必能聽懂。

還好，你有著某些年輕人有的謙遜的善意，寄予我資料與問題，並願意讓我用書

寫回答你。儘管此時我的任何書寫，都不再具有抵抗意義。 

你的問題是：我為什麼寫小說，以及書寫背後受到怎樣的經驗影響。在我回

答前，我希望能詢問你一件事：你寫過小說嗎？我說的，不是那種僅僅將自己經

歷加上一些變造的現實的贗品，而是虛構一件從未發生的事件，並使人信服。我

很久以後才認知到我不再書寫的原因，是因為我錯估了小說的本質。小說是看似

真實的虛構，而我明白地太晚了，以致於當我開始學習虛構真實的藝術時，我已

經來不及書寫，而最後也無力再書寫了。當然，這和我當初以為的書寫理由，已

經相差非常遠了。 

正如我慢慢明白虛構本身，我也慢慢明白，虛構與語言的關係。在思考成為

語言，提筆寫下文字的那一刻，那不怎麼牢靠的、意義與符號之間的關係，便無

可逆轉地造成了虛構的存在；而反過來說也是一樣的，我寫下的文字，我唸出的

句子，亦將我書寫的理由不斷竄改。於是，當你詢問我為什麼書寫時，我也只能

回答，那在一次次的書寫及自我質詢中，不斷被加上虛構部分，直到我自己也察

覺到扭曲，而不得不拋棄的初心。 

也因此回答是困難的，我不得不面對少年時的青澀、蒼白、單純，以及因此

而寫出的那些幼稚粗糙的作品們，而更加意識到，自己並沒資格被你這樣的青年



研究者作為研究對象。然而你是不會因此放過我的，對吧？我想，我也該整理自

己，告訴你我曾經以為自己必定奉獻於之的書寫理由，其中的改變，與背後發生

的故事。要談決定做某些事情的那一刻，是注定困難而不準確的。人類總是偏好

論述頓悟的一刻：在某確切的時刻，迸發一個模糊但具有方向的思想。但那些我

們以為在那瞬間做的想法，其實都是在許多考量，與許多選項之中，慢慢浮現出

來的。 

但你是需要那一刻的，而我想我能給予的，決定書寫的那一刻，是得知先生

們被逮捕的那天。 

我說的先生們，是蔣渭水、林獻堂、蔡惠如先生這些文化的先生們。有些先

生我還在台北時便接觸過；有些則是到東京後，第一次見面，卻受到無比熱情的

邀請。他們常來我們宿舍關心我們。當我看著他們的身影，他們想要追求的東西

時，我感到疑惑，因為我看到的漢文化，如果用日本學校教的那一套來看，的確

是落後的，但我也在日本人這樣的歧視下活得很痛苦。所以我景仰那些先生們，

他們似乎有對付這痛苦的解方，但我沒辦法和他們並肩站在一起。因為我的無能，

我也不理解，要怎樣才能讓日本人給我們平等。 

在那之前我是不參與政治活動的。那並不是出於恐懼或冷感，而純粹是認為

自己過於無能與無知。我一開始受的教育是冊房，聽先生們講四書五經，用毛筆

寫舊詩，那是父親堅持，即使受了日本統治，還是要學習漢文化，不能讓文化斷

在我們這一代手上。後來去日本人開的小學上學後，才對現代知識開了眼界，也

才會來日本學醫。後來來到內地，學了一年醫，暑假便回到台灣休息一陣子，即

將開學時，我離開台灣，坐上船，準備回學校迎接開學。 

靠近東京港時，港口與港邊充滿了木頭殘骸、家具碎片、衣物、器皿，彷彿

有大水把岸上的一切捲入海中。當時大家一看到陸地，異樣感便襲向所有人。上

岸是很勉強的，幾名船員想辦法把水中的垃圾清出個道路後，才讓船得以靠岸，

讓我們下船。東京的建築只剩瓦礫與燒焦的木頭殘骸，屍體堆在路面上，僅僅蓋

著白布。活著的人們有許多都皮膚焦黑，或全身骯髒地坐在路邊，看起來和死了

沒兩樣，只是死狀各有不同。 

那是大正 12年的事情，是我第一次看見地獄的模樣。在我記憶中，這麼可

怕的震災只出現過兩次，這是是其中一次，另一次在台中，兩次都極其慘烈。地

獄的可怕之處在於，它太過可怕，以致於所有我得以用來形容那災難場面的詞彙

與句子，皆顯得不足。我再怎麼想盡力對你說，崩塌的瓦礫底下散發的惡臭，漫

天飛舞宛若禿鷹的蒼蠅們，我握著手眼睜睜看著斷氣的、被燒到連肌肉都成炭的

死者，在長長的隊伍中，等待領取連充飢也不足的食物的活人們，救援人員成了

收屍人員，將一枚枚的屍體放到推車上，給其他人拉走。那種會讓人麻痺知覺的，

無盡的絕望，你還是沒辦法真正體會到的。 

後來這場震災被命名為關東大震災。或許命名可以讓人指認該事物，並藉由

它所輻射出的許多意義來漸漸接近其中心，但那充其量也只是接近，而無法真正

體會到在彼時彼地的受災者的絕望情緒。也是在那樣無法指認的絕望下，你才能



看到大和民族的道貌岸然的面具底下真正的樣貌。這樣的樣貌有好的，比如醫學

院的學長們帶著我們，提著手提包，主動來災區義診，我們幫忙換藥與照顧病人；

但也有許多災民不按照秩序而搶糧食，官員扣押賑災物資，甚至有人流傳朝鮮人

在井水中下毒，結果讓警察與災民們直接對朝鮮人施暴。我看到那樣的景象時相

當害怕，要是他們也發現醫師袍底下的我有台灣腔，無法發出一些純正的字音，

會不會下一個脖子被綁上繩子，拖在路上磨破身上皮膚，直到被勒死的人，就是

我了？ 

我在那場巨大的災難中學到的，是沒有什麼人比較高級，比較低賤。在惡劣

的環境下，受過再好的教育的種族，都只會變成獸。憑什麼這些日本人可以對待

台灣人如次等民族，只因為台灣人試圖取得跟他們一樣的平等地位？ 

回到那天吧。那天是冬天，將近一月的時刻，當時我留學東京習醫。東京的

冬天比台北更冷，我們留學生們待在宿舍，煮著火鍋暖和身體。大家都在異鄉，

一種同鄉的情感就出來了。吃著火鍋，喝了些清酒，話匣子就打開了。當大家都

在聊著些日常的瑣事而大笑時，一個人突然開口了：「你們有聽講先生伊們給人

逮捕的消息無？」 

氣氛瞬間冷了下來，有人訝異地問：「為什麼？」 

「講是因為推動議會期成運動，違反『治安警察法』。」原本的開口者繼續

說：「自己訂法律，自己講誰違法，自己逮捕人，總督府真正是台灣的皇帝，幹。」 

「伊們憑什麼逮捕人？日本人是有比台灣人高級喔！」 

當我開口的瞬間，大家訝異地看向我，隨即給了我掌聲。 

我一時不明所以，直到又有人開口：「對啦！伊們本來就講白賊，講台灣人

佮日本人攏是天皇的子民，地位平等，什麼時陣有這回事？」 

我才明白為什麼我會得到掌聲。那瞬間，我才終於能理解那些先生們在做的

是什麼，而隱隱地想要去參與。 

我需要某種工具，讓我即使在東京，也能和先生們站在一起，對抗島嶼上的

不義。 

我選擇文字有很多原因，一開始當然是因為距離，再來是因為懦弱。 

一開始，我知道人在內地的我，只有透過書寫與投稿，才有辦法與台灣的島

上的人互動。只是，我並不知道要書寫什麼，以及如何書寫，用一個更準確的講

法，當時的我對小說一無所知。在醫學課業的空檔中，我漸漸花更多時間浸泡在

圖書館中，啃噬中學時讀過的書目。以前台北中學校的規矩是，做為台灣最好的

中學，學長們會要求你必須看完許多「必讀之作」，如果連杜斯妥也夫斯基或夏

目漱石都沒讀過，即使你拿到那張畢業證書，他們也不承認你是他們的學弟。然

而，蒼白無知的少年，又怎麼有辦法去理解這些作品，以及背後那巨大時代的幽

微情感？當我重讀時，我才慢慢發現自己被這些作品吸引進去，我看懂康拉德筆

下的黑暗如何吞噬人心，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罪人與信仰，也在讀民報時看到

了魯迅，而訝異他把舊中國的陋俗與黑暗寫得如此觸目驚心又刺痛人，傳統國學

面對現實的無力。 



在成為一名好的小說家前，要先做的是成為好的讀者。我虔誠地閱讀他們的

作品，偷取他們的技藝，吸收他們的內涵。技藝可以學習，但內涵沒辦法速成。

內涵必須經由經驗的吸收，與知識的增長，才能慢慢成長。正巧那時有其他留學

生開讀書會，我自然也參加了。直到過去以後，才發現他們讀的是社會科學的書

籍，還有人帶了德語版的《資本論》的相關批評。《資本論》雖然有日語版，但

相關批評卻沒有，結果就是他們仰賴我幫他們將那些文章翻成日語。 

正如我早先對日本的憤怒，讀了左派理論的少年們，總會對這世界有憤怒與

疑惑，憑什麼那些資本家可以壓榨身無分文的農民、工人們，不給予合理的薪水，

讓他們世世代代脫離不了貧窮？在當時，閱讀這些理論是摩登的，也是危險的。

一群人偷偷做著有點危險的事情，相信你也知道效果會如何。我和他們混得非常

熟，也因此知道有幾個人之後也想寫作，使我也開始動筆起來。 

第一篇小說，是寫一名農民家裡的地被徵收，成為糖廠的蔗農後，被糖廠壓

榨的故事。我將自己寫的小說給了幾位同鄉看，得到他們大力的讚賞，以及一些

基本的修改意見。然而，當我修改完畢，自信滿滿地將稿子投去民報後，得到的

卻是退稿信。信上用我看習慣的、醫師的草寫字寫下退稿理由，信末屬名懶雲。

基本上信件內容說明這篇小說故事結構淺薄，不貼合真實，給了些修改的建議，

也用鉛筆將有問題的字句逐字修整。 

我對於不貼合真實這點相當訝異，我的意思是，我以為我寫出的是人民的苦

痛，但懶雲在信件中直接寫到他周圍的情況是如何，糖廠、蔗田與農民怎樣互動。

他寫下：「日本人不懂我們情況，必然亂寫；但你是台灣人，應知台灣情況，依

實據刊，才能呈現台灣人民真實苦痛。」 

看完後，我呆然好一陣子，一股深深的後悔感襲向我。我欽佩懶雲先生犀利

的雙眼。現在想來，或許是因為那篇作品實在太差勁了，所以一開始就露出馬腳。

故事裡的梗概事實上我全都是聽讀書會的其他人口述的，但能來內地唸書的人，

怎麼可能會知道下層同胞的真正情形？而身為商人之子的我，除了過年時聽到部

分我曾最鄙視的親戚們的口述，又怎麼會知道身為農民或工人的辛苦？以前讀的

那些關於剩餘價值、分配、生產工具的理論，那些我曾經視之為信仰的，在那一

刻便褪下光環了。我看到理論背後那望著巨大的世界的苦痛的眼，在望向我，也

望向我背後的帝國與殖民地。那才是我該做的。去直視那些我想像的痛苦，看清

他們的真正樣貌。如此，當將它們寫出來時，才會如此刺痛自己，也刺痛他人。

那是我第一次認知到小說是怎樣的文類，至少，在懶雲先生心中，是怎樣的模樣

與地位。依著懶雲先生的建議，我試著修改自己的小說，卻成不了事。最後我將

筆暫時擱置。一擱置，就到了回台後。 

其實回台後，我原本是可以參與第一線的社會運動的，只是說到最後，我還

是因為懦弱，到最後仍只敢以文字為武器。雖然到最後，也已經沒人有辦法走上

街頭，而只能靠文字抵抗暴政了。 

在我回台前的那一年，我曾經在街頭上遊行過，是和朝鮮人一同抗爭要求他

們的權利，是我這一生中唯一參與的遊行。遊行隊伍前進不久，便遇到警方，整



個隊伍自然是被阻擋下來，且很快就被強制遣散了。 

所謂的強制，是大人們的棍子與手銬。我看見他們的棍棒毫不猶豫掃過朝鮮

人的臉孔。原本舉著日語標語、喊著日語口號的朝鮮人，有些人喊著：「住手！

沒犯法！」有些人痛苦地喊著我聽不懂的朝鮮語，滿臉是血在地上爬著。在那瞬

間，我的腦袋是一片空白的，直到我也被上了手銬，帶到附近一間派出所為止。 

我只過了一天，就很快被其他同為學醫的、且同為讀書會成員的本島人學弟

帶出派出所了。出來時，學弟還嘖嘖稱奇，說我怎麼一點傷也沒有。我也不知道

自己為什麼身上一點傷都沒有，或許是因為我當時在那場景毫無反抗，就只是呆

然站在那吧。但那幾天後，我每次看到警察，都會無意識打冷顫，背脊發涼，深

怕我突然就被壓制在地上，被警棍打頭，然後被拖回派出所。我想那時我還是有

受傷的，只是受傷的是心，憤怒被一種更巨大的暴力壓制。一旦憤怒，就會被制

約地想到暴力，於是就再也無法憤怒了。 

我訝異的是，那可是在內地。 

在殖民地上，被殖民的人民被魚肉，是悲哀地天經地義且難以抵抗的，那是

我從一開始就知道的事實。但連在內地，政府也對反對者毫不顧忌地施加暴力。

到那一刻，我才領悟到，日本政府不只是殖民者，且無論對內對外，都是獨裁者，

說的一切都只是理念，但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 

帝國是擅長說謊的。 

在那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參與政治遊行了，將自己退縮在文字的世界中。即

使如此，每次在民報上看著自己的小說刊出時，我總是會害怕哪天突然有大人上

門，不說原因，將我突然帶走。我是抱持著那樣的恐懼，在書寫小說的。 

回台後，我在台北 XX町上開了一間病院。醫生這職業要看的是病人，而生

病的人是無分貴賤的。我看過一位有錢的老人，家裡爭權奪利，大家都在想著要

搶他的遺產，只有一位真心愛著他的女兒聘了我過去治病；我也看過許多貧困的

農民，只為了要治好親人的麻拉利亞或肺炎，請我提著醫藥包過去，並苦苦哀求

他們沒錢，能否寫借據給我，以後有錢一定還。 

以前我是寫了借據，但也就放著而已，我知道在帝國的結構下他們很難翻身，

所以也不求這些錢的回報。後來，我才發覺我可以要求一些錢以外的東西，比如

在他們家借宿一晚，和他們詢問生病前後的故事。聽了許多故事後，我才覺得，

自己慢慢有辦法去動筆寫他們了。 

那是台灣最絕望的年代，文協因為左傾而被總督府盯上，掃蕩，消失，我曾

參加過的讀書會的學長姐學弟妹們也一批批被逮捕。當他們出獄後，曾經的勞動

組合，農民組合，早就消失殆盡；但那也是臺灣文學最意氣風發的年代，當時曾

參與讀書會的少年之一楊逵寫了篇〈新聞配達夫〉拿到了東京《文學評論》二獎，

且首獎從缺。那可是日本第一流的雜誌啊！之後還結成了台灣文藝聯盟，辦了《台

灣文藝》月刊。大概是他們也和我一樣，逃避到文字的世界，只為求最後的、最

微弱的抵抗吧。 

我當時發表的那些小說你大概也看過了吧。當然，現在要我重讀那些作品，



我大概也只能苦笑。並不是說寫得好或不好，我很清楚，它們之所以還能有一點

價值，絕不是因為美，而僅僅是因為時間沒摧毀它們，讓它們還有那麼點展示當

時的人的思想的功能。但我當時確切地相信，小說必然要書寫真實，而那些小說

中還蘊含著我當時的真心。 

後來就戰爭了。戰爭的那一刻起，《台灣文藝》就停辦了，楊逵自己辦的《台

灣新文學》不久也停了。或許你會以為那時的問題是沒有地方可以發表文字，這

的確是問題，但更可怕的是這些文學雜誌的停刊，代表總督府不同意我們可以說

這些話。我曾經以為書寫真實就能對抗霸權的理念，被霸權的真實擊碎得一乾二

淨。 

我什麼也不剩了，所以什麼也寫不出來了。 

之後，當聽聞《文藝台灣》誕生時，我感到訝異，沒想到在現在這時局，還

有人做文藝雜誌。買了幾期來看，裡面的小說讓我訝異。在那之前，我從來沒看

過在台日人寫的小說，尤其是西川滿。我被他所深深震撼了。原來即使生於這座

島，有些東西我還是不知道的，而他卻不知道從哪來找到這麼多台灣過去的紀錄，

將之寫成小說。即使我不認同裡面的美學，我甚至對於他對歷史的改寫感到惱怒，

卻也不得不承認這是聰明的作法。 

是在閱讀他的作品後，我才察覺到小說裡虛構的存在的。面對同一件事情，

不同的角度會看到不同的真理，或者，為了使真理成為真理，而不得不使矛盾之

處隱藏，邏輯不足之處加以虛構。此時，我重看過去自己寫的的那些小說，才發

現我寫的那些真實，其實仍然只是建基在被我書寫的可憐人的真實的虛構，只是

那些虛構恰恰有辦法說服我們那一代人的知識份子。 

我重新回到那個什麼都不懂的少年時代，構思那些我沒見過的情景，閱讀相

關的題材。但我還沒寫一個字，就被徵召到南洋了。說是徵召，但總督府官方的

說法叫志願兵，只是那種志願，是警察帶著志願單跑來你家，腰上插著武士刀要

你簽名讓他們數據好看一點的志願。最後我被抽中，而去了南洋。 

往南洋的船在高雄港出發。妻子牽著孩子，只能送我到火車站。我望向熟悉

的台北城離我漸漸遠去，祈求她替我求的香符真有保佑的功效。 

一開始，在馬來亞的生活其實是相當好的。日本人比台灣人高級，台灣人又

比當地的土著高級。我在那裡當著醫官，定時寄錢回家。我們只會、也只能是罪

人，驅逐了歐米的殖民者，變成我們自己來殖民他們。我無法求自己的心安，但

若抵抗帝國的共犯結構，那死的就是我。我別無所求，僅僅希望好好活著。 

後來，局勢開始轉壞，盟軍打了過來，直到最後，我們逃入叢林。我只能在

臨時搭建的帳棚內為病人治病。生病與死亡是不分種族與國界的。無論是金髮挺

鼻的俘虜、當地的土人，我的台灣人同鄉或日本人，他們有些死於水土不服的痢

疾，有些人死於叢林中槍戰的傷口感染，有些人死於麻拉利亞或其他傳染病，有

些人死於被虐待。而我做為醫生，卻因為藥物的缺乏，而只能看著他們一個個死

去，然後與其他活著的人在營區附近挖坑，將死者一一埋入。只有此時，我才能

感受到大日本帝國的公平，無論日本人台灣人高砂人當地土人金髮碧眼的西方人，



大家都是不分次序被埋入坑中，不會因為是日本人就埋比較裡面或最後才埋。因

為我們早已無力區分高低。有一些台灣人同鄉在死前交代我，希望我能將他們的

骨灰帶回家鄉。但在那樣的時節，我們沒有足夠的燃油將遺體燒成灰，夜晚也禁

止生火，以免被敵人發現位置。我能做的，僅僅是剪下他們的頭髮與指甲，裝入

那些藥物早已用光的藥瓶，上面標記名字與地址。如果能活著回到台灣，就把他

們的死的剩餘交還給他們的家人。 

有一晚，我不怎麼好入眠，可能是因為悶熱的天氣，蚊蟲的飛聲，壓力的累

積或某些我早已遺忘的理由，我決定起身走走。走過病人們所在的臨時床鋪，出

來帳棚，營區在月色照耀之下，比想像中明亮一些。我不敢離開營區，就待在原

地，呼吸著叢林中特有的夜晚的涼氣，感覺全身靜謐。 

然後聽到了奇特的聲響。 

那是咀嚼聲，咀嚼著含水分的強韌的物體，不時爆出骨頭碎裂的細微聲響。

我剎時清醒，畢竟那是叢林，若周遭突然有凶猛的食肉動物襲來，可能大家都會

死。我安靜地回到帳棚，拿起手槍，上膛，出帳棚後，緩慢離開營區，槍口不斷

對準前方，就怕隨時有什麼東西會從密林中竄出。前進的方向是我所熟悉的，那

是前幾天我們埋屍體的位置。 

很快地，我便看到聲音的來源。是上等兵野口。當然此時在這裡寫出他的名

字並不會讓你對他有任何瞭解，而我也同樣不瞭解野口。他似乎是為了逃離家鄉，

而志願從軍的，絕口不提過去。大家一開始對他還有些同情，最後因他個性孤僻，

當同情被消耗殆盡後，便只剩冷漠了。我看見飢瘦的野口坐在前幾天蓋著薄土的

埋屍處旁，一個黑髮黑皮膚的當地的土人屍體躺在他旁邊，四肢已被切下。埋屍

處已經被挖出一個洞，一旁是覆蓋土塵的刺刀，上面還有血跡。 

他正在吃那屍體。 

我緊閉著唇，仍能感受到直竄咽喉的酸意。我趕緊離開那地方，回到營區，

便到設來當臨時廁所的小坑大吐特吐。由於好幾天沒辦法好好吃東西的關係，吐

出來的酸液似乎特別濃，使我咽喉灼熱許久。吐完後，我覺得很冷，便回到帳棚

內，飲了點水漱口，躺回床上。我不確定在我一生之中看過的可怕的場景能怎麼

排名，但讓我對人類這概念開始崩解的，大概就是這一場。即使我早已不相信帝

國的謊言，我周遭的內地人，甚至是一些本島人，他們仍相信著大東亞共榮圈，

相信自己該從歐米白人的手上解放亞洲被殖民者。那才是虛構的極致，讓人相信

自己所做的一切是真的，直到自己崩壞為止。 

我當時第一次知道人竟然可以為了謊言而讓真正的自己崩毀如此。 

知道帝國投降，並不是因為天皇玉音，而是米軍的軍機投下的傳單。當兵長

看完後，他沉默許久，最後給了我們兩個選擇：為帝國而死，或活下去告訴眾人

一切。大家都哭了。部隊裡準備了一種膠囊，裡面放著毒物，是讓我們被俘虜時，

可以含下去自盡的。所有還對帝國有帝國虛構的夢想的人們，不分台日，將夢想

化為那一顆顆的膠囊，吞入口中。我救不了他們，他們沉溺於自己的夢想而死，

這或許對他們而言是最好的結局。在俘虜營中，我知道台灣往後將變成中國的一



部份，俘虜營裡也有老師開始教我們中文，寫國歌，寫國父遺訓。我沒有感到欣

喜，也沒有感到絕望，而僅僅是麻痺。 

回到台北已經是隔年的事情了。到台北後，我才知道，原來台北前一年歷經

一次空襲，醫院與小吃攤在那時就被炸毀了。只能慶幸妻子與孩子們早就避居山

上，平安無事。 

我沒有選擇做兵長所說的，「告訴眾人一切」，事實上，我沒有再寫任何小說

了。我害怕起虛構，卻也更害怕自己以為寫下的真實，其實是虛構。正如我不信

回歸祖國，台灣就能好一些，而其他人眾多的夢碎也不曾發生在我的身上。說到

底，我終究拋棄了一切信念，只求普通的醫師生活，顧好家庭，只求好好活著而

已。 

我想，這樣的我並不值得你的記憶。你要的某種作者的高尚情操，關於研究

的確切答案，那些在我身上都不復存在。事到如今，我離那些事物太遠了，除了

歲月沒有摧毀的，得以成為文本的東西，沒有其他人可以佐證我告訴你的一切。

即使是寫給你的這封回信，我都無法確認那些自己曾經信念過的理念，自己曾經

經歷過的事件，會不會在化為文字時，又參入了虛構的成分，一如小說家會做的，

只為了某種前後呼應的合理解釋。 

那都僅僅是我的孤證。 

 

 

 

我是第 35屆的小說首獎得獎人許宸碩，希望能請你們協助在中興湖文學獎的作品上註

記。 

我這篇小說在台籍日本兵的劇情部分基本上是參考李璐《南十字星》劇本，自己收集史

料部分較少，但這部分我並沒有給予相對的 credit給李璐。最近想到這件事情，希望能

請你們在上傳網頁的 PDF檔文末寫「台籍日本兵部分，有參考李璐《南十字星》劇本」

字樣，感謝。 

 

 

(本文台籍日本兵部分，有參考李璐《南十字星》劇本。) 


